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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继承编实施五周年之回顾与展望

杨立新*

内容提要 《民法典》继承编实施五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继承编

解释（一）》，实务界发展公证、遗嘱库建设业务，学术界也不断加强继承编的纵

深研究。立法、司法、实务、学术各界发挥职能，产生了良好社会效果，对调整继

承法律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施继承编的五年实践中，我国继承制度在遗产

范围、继承一般规则、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产分割等方面，也出现了需要解

决的重点难点问题。在适当时机，应当采取立法修正案的方法部分或者全面修

正继承编，适时作出司法解释，发挥社会各部门的作用，建立健全适合社会发展

需要、体现时代特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基础的私人财富传承的自主法律规则

体系，增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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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继承编是在 1985 年《继承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增加了部分继承制

度新规则，加强了对继承权的保护、维护遗产处分自由原则、注重发挥扶养关系在继承和

遗产处理中的作用、保障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将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上升为

立法等立法理念，① 实现了继承法向财产法回归、维持人身关系的特质的创新，② 使继承

编成为我国自然人私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宪章”，③ 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

继承编实施五年的时间虽短，但从回顾中总结实际适用经验，能够发现以其调整继

承法律关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而展望未来我国私人财富传承制度的发展趋势，完善

继承规则体系，全面实现我国继承编的调整目的，发挥好遗产传承在推动我国社会进步

中的重要作用。

一、继承编实施五年来的基本情况

继承编实施五年来，我国的继承法律制度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和理论

研究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一）继承规范的进一步完善

《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原《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继承编解释（一）》），依照《民法典》

继承编的规定，对亟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作出解释。其重要内容如下：

第一，继承编没有规定宣告死亡的继承开始时间，《继承编解释（一）》第 1 条规定，

宣告死亡的，根据《民法典》第 48 条规定确定的死亡日期为继承开始时间。

第二，《继承编解释（一）》第 6 条至第 9 条对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中虐待被继

承人情节严重的认定；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是否包括未遂；绝对丧失继承权后，被继承人

指定其为遗嘱继承人的遗嘱效力；以及继承人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的情节严重

的认定等问题，一一作出具体解释。

第三，继承编没有规定继父母子女之间的继承、继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继承的条件，

《继承编解释（一）》第 11 条至第 13 条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一是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

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继父母继承了继子女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子女

的遗产。二是养子女与生子女之间、养子女与养子女之间，可以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被

收养人与其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成立而消除，不能互为第二顺

序继承人。三是继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权，因继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关系而发生；没有

扶养关系的，不能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继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继承了遗产的，不影响其继

承亲兄弟姐妹的遗产。

① 参见陈苇、贺海燕：《论民法典继承编的立法理念与制度新规》，载《河北法学》2020 年第 11 期，第 32 页。

② 参见张平华：《〈民法典·继承编〉的创新与继承法之整理》，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6 期，第 1 页。

③ 参见前注 ①，陈苇、贺海燕文，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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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继承编规定代位继承的规则较为简单，《继承编解释（一）》作了以下补充规

定：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

以代位继承（第 14 条）；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以代

位继承，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

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第 15 条）；继承

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第 17 条）；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

对岳父母，无论其是否再婚，依照《民法典》第 1129 条规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时，不

影响其子女代位继承（第 18 条）。

第五，《民法典》第 1140 条第 3 项明确规定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但没有规定这些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对此，《继承编解释（一）》

第 24 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视为与继承人、受

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第六，《民法典》第 1124 条没有规定放弃继承权的具体规则。对此，《继承编解释

（一）》第 32 条至第 37 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

继承的行为无效。”“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遗产管理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表

示。”“在诉讼中，继承人向人民法院以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的，要制作笔录，由放弃继

承的人签名。”“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遗产

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有权。”“遗产处理前或者在诉讼进行中，继承

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后，

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不予承认。”“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

第七，对于遗赠，《继承编解释（一）》第 38 条规定，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

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承人。

另外，对夫妻一方放弃继承权的效力，实务上有不同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 11 条规定，夫妻一方放

弃继承的行为应是单方法律行为，另一方主张其放弃继承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但放弃

继承导致放弃一方不能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放弃继承无效，应当恢复继承。这一规定

与《继承编解释（一）》第 32 条规定相一致，为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放弃继承

是否有效之争画上了句号。④ 如此规定是因为，在厘定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时，即便

从夫妻共同体角度出发，也应尊重夫妻各自的独立人格。为了避免婚姻成为一方谋求个

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应限制夫妻共同财产的无限延伸。⑤ 但是，当单方法律行为的

实施影响了法定扶养义务履行时，就涉及他人的权利，其性质由无涉他性转化为有涉他

性，故放弃继承的单方法律行为无效。

④ 参见缪宇：《夫妻一方放弃继承的认定及效果——评〈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1 条》，载《妇女研究论丛》2025 年

第 1 期，第 92 页。

⑤ 参见李杨：《夫妻婚内继承财产归属认定的困境及其解释出路》，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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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承实务的进一步发展

1. 有关继承公证的进展

《民法典》实施后，虽然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规则被取消，全国的公证遗嘱办证量有

所下降，但其他继承公证业务有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继承公证在遗产继承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除了出具公证遗嘱提高公证文书质量、强化公证遗嘱的证据效力，升级公证遗嘱服

务、平衡公证遗嘱的专业性和服务性，丰富继承机制链条、完善公证遗嘱和遗产继承的服

务之外，还在遗嘱检认、域外遗嘱效力、遗产酌给、代位继承、虚拟财产继承、对未成年继

承人的继承权保护、遗产管理人公证、参与遗产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卓有成效。⑥

2. 遗嘱库建设和律师服务的发展

继承编实施后，中华遗嘱库积极努力，依据遗嘱自由原则，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组建

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项目，让公益行动成为遗嘱法治观念普及的催化

剂，开启家庭治理的新篇章。志愿者广泛开展社区公益普法项目，大幅提升了遗嘱制度

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促使遗嘱在财富传承、防范继承纠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⑦ 中华遗嘱

库通过免费遗嘱登记服务，提供盲文遗嘱、录音录像遗嘱、代书遗嘱等定制化方案，培训

遗产管理人，完善遗产管理规范，在推进继承规范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律师

也积极代理继承纠纷诉讼，对遗嘱见证、保管和执行予以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国继承法自主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继承编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继承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积极加强理论和规

则的阐释，一是出版了法条释义等方面的专著；⑧ 二是发表了很多理论研究论文；⑨ 三是

出版了继承法专著、教材 ⑩。这些研究成果彰显了中国特色，初步形成了中国自主的继承

法理论体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继承编的理论研究内容不断精细化，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加强

了继承编与《民法典》其他编的联动。比如，研究债权人继承债务人财产时的混同规

⑥ 参见朱宣颐、林立：《民法典时代下的遗嘱公证业务发展——以广东遗嘱公证业务发展为例》，载《中国公证》2022
年第 7 期，第 31-36 页。

⑦ 参见许莲丽、李校红、王真：《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华遗嘱库的探索》，载《法治时代》2025 年第 5
期，第 18-23 页。

⑧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都组织编写了继承编解

读著作。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

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陈

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继承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杨立新：《中国民法典释评·继承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⑨ 笔者仅以“继承编”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自 2020 年 6 月至 2025 年 9 月，仅知网收录的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论文就有

148 篇；在编纂《民法典》继承编过程中发表的继承法研究论文也数量众多。

⑩ 例如，《中国继承法研究》全面阐释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规则，展现了我国继承法自主理论体系的面貌。参

见杨立新：《中国继承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相当数量的婚姻家庭继承法教材出版，满足了法律院

校的教学需要和普及继承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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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⑪ 人身性财产利益的继承、⑫ 遗产债务清偿的程序性规则 ⑬ 等。第二，着重完成了继

承编的法律解释工作。比如，对于共同继承人遗产债务清偿责任进行类型化分析、⑭ 对于

股权继承规则进行系统化构建 ⑮ 等。第三，基于民法理论并结合《民法典》其他编的规

范填补继承编规则空白，如《民法典》第 1124 条规定了继承人放弃继承，但是就继承人

放弃继承后可否反悔还存在规则空白，学者从放弃继承的性质出发，结合《民法典》总

则编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则，确定了因受欺诈、胁迫、性质错误而放弃继承构成反悔的正当

理由等。⑯

五年来，随着私人财富增长、家庭结构变迁、两性结合关系多元化以及代际关系在伦

理关系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等，继承法理论体系的守正面临严峻挑战。创新是我国继承法

自主理论体系守正的保障，创新必须正视与应对时代提出的问题。⑰

二、继承编实施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

继承编既有立法理念更新、制度规范完善的优势，也有立法思路积习、立法欠缺依然

的遗憾，因而在五年的具体实施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⑱ 只有正视和解决其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继承编的立法价值追求。

（一）关于遗产范围的重点难点问题

继承编采用“概括 + 排除”方式规定遗产范围是重大进步，但在具体适用中还存在

一些问题，需要统一裁判规则。这主要包括遗产属性和遗产类型两个重点问题。

1. 有关遗产属性的认定

对遗产的属性，继承编没有规定，司法解释也未作出说明，理论和实践都有不同看

法。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遗产管理人的地位存在争论，其实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对

遗产属性的认定。对遗产属性的认识没有解决，就无法确定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因

为遗产管理人的地位是由遗产属性决定的。

就遗产的属性而言，早期的研究认为，遗产不是剥削的产物，但对性质未作具体说

明。⑲ 继承编实施后，缺少讨论遗产性质的论著。笔者认为，对遗产性质的最佳界定方

案，可以借鉴《日本民法典》第 951 条规定的做法，将遗产视为类似清算法人的财团法

⑪ 参见凌骏达：《意思自治原则下债之混同规则的适用限制》，载《法学》2024 年第 9 期，第 108-125 页。

⑫ 参见唐波涛：《人身性财产利益可继承性的识别》，载《法学》2025 年第 4 期，第 111-127 页。

⑬ 参见房绍坤、毛俊龙：《实体与程序双重视角下遗产债务清偿顺序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论坛》2025 年第 5 期，第

72-82 页。

⑭ 参见胡巧莉：《共同继承人遗产债务清偿责任的类型构造》，载《法学》2025 年第 7 期，第 144-160 页。

⑮ 参见赵玉：《股权继承的公司组织法建构》，载《政法论坛》2024 年第 2 期，第 42-52 页；赵玉：《股权继承规则的系统

性改造》，载《法律科学》2024 年第 1 期，第 167-179 页。

⑯ 参见缪宇：《放弃继承的反悔理由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25 年第 5 期，第 106-122 页。

⑰ 参见马新彦：《我国继承法自主知识体系的守正与创新》，载《中国法学》2024 年第 2 期，第 105 页。

⑱ 参见王歌雅：《〈民法典·继承编〉：制度补益与规范精进》，载《求是学刊》2020 年第 1 期，第 88 页。

⑲ 参见邹大有、谭文彦：《遗产性质探讨》，载《现代法学》1989 年第 4 期，第 1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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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人作为法人之法定代理人为遗产之管理及清算。⑳ 换言之，遗产管理人就是财

团法人的管理人。这样界定遗产的性质，就使遗产管理人的地位有切实的法律和法理依

据。不过，依据我国《民法典》，将遗产界定为财团存在一定困难：一是《民法典》没有

将遗产规定为财团；二是《民法典》没有规定财团法人，而是在非营利法人中规定了捐

助法人。从文义上看，将遗产解释为捐助法人，会引发死者的遗产为什么会变成“捐助”

的疑问。但是，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捐助法人就是财团法人。虽然财团法人的财产来

源可以是捐赠（例如，宋庆龄基金会捐助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是捐助法人），但是，设

立财团法人并非必须由捐助形成，没有所有权主体的财产在符合法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

捐助法人（即财团法人）。例如，寺院是财团法人，是一个财产集合体，僧侣是法人的工

作人员。㉑ 只要确定了遗产是捐助法人，对遗产管理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解释就有了

法律和法理的基础，就可免去对遗产管理人地位和职责的争论，法院也能做到统一裁判。

对此应当进行理论探索，取得可靠的理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司法解释中首先界

定遗产属性，继而规定遗产管理人的相关规则。待规则成熟，在修正继承编时再将其吸

纳为法律规范。

2. 具体遗产类型的认定

对遗产范围界定的难点是，很多财产本身存在重大争论，对这些财产或者财产权利

（如数字遗产、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等）是否能认定为遗产，需要统一认识。

（1）数字遗产的继承

对数字能否成为遗产并被继承的争论较大，㉒ 是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是因为，数字

是一种新型权利类型，传统的遗产继承制度无法提供有效保护。

数字遗产和数据遗产不同。数字遗产是上位概念，包括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等。就

此的争论源于编纂《民法典》时对网络虚拟财产和数据属性的界定。《民法总则（草案）》

曾经将网络虚拟财产和数据规定为物、作为所有权的客体。由于有关单位和人士反对，

最后将其规定在第 127 条，但没有界定其属性，只能解释为民事权利客体，由此使得数字

财产能否成为遗产成为继承法的争论难点。

有学者认为，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是首要问题，关于侵犯死者或通信对象的隐私、破

坏社会信任基础等担忧均可通过学理阐释或技术方式予以化解，应将数字遗产纳入实证

法调整范围。㉓ 这种看法至少在一个角度上说明了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是正确的判断。

笔者认为，对数字遗产的继承需要区分具体情况。从原则上说，凡是具有财产属性的数

字财产，都是可继承遗产。例如，网络虚拟财产就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新

⑳ 参见史尚宽：《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9 页。《日本民法典》第 951 条规定：“继承人有无不

明时，继承财产为法人”，即认定遗产为法人应有继承人不明的前提。而进一步扩展遗产在未继承前为财团法人，亦有

道理。

㉑ 参见曹爱静、葛先园：《试论佛教僧侣遗产的继承》，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第 154 页。

㉒ 参见［德］马蒂亚斯·施默克尔：《德国继承法》（第 5 版），吴逸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7 页。

㉓ 参见谭佐财：《数字遗产继承的理论构建与基本框架》，载《东方法学》2025 年第 4 期，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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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财产，其也具有经济价值，应当可以继承。㉔ 有学者认为，首先，在区分债之性质的数字

财产关系与支配性的数字财产关系后，可依据被继承人的意思、数字给付的不可替代性

以及人格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确定那些不具可继承性的数字财产关系。其次，在被继承

人死亡后，不可继承的数字财产关系中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状态会形成影响的权利

与义务关系即转化为清算性的法律关系；不可继承的数字所有关系则会转化为无法律主

体的数字财产关系。最后，对于转化之后仍不具可继承性的法律关系的处理应坚持被继

承人意思优先原则，被继承人有可继承明确意思表示的，依照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确定

为可继承的数字遗产；被继承人明确表示不可继承的，否定其可继承性，为不可继承的数

字遗产。㉕ 笔者赞同上述意见。

（2）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

在编纂《民法典》过程中，对宅基地使用权可否成为遗产未达成共识。《民法典》

第 1122 条第 2 款关于“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的规定中是否

包括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而知。自然资源部官网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发布《对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3226 号建议的答复》，对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问题，经商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国家保密局、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多部

门，确定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随后，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对宅基地使用权可继承的规定。其理由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并

非单指农户，也包括作为自然人的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相似，是永久性用益物权，㉖ 既可为户主单独享有，亦可为户内全体家庭成员或部分家

庭成员共有，因而宅基地使用权人的继承人可以继承宅基地使用权或者宅基地使用权的

权利份额。㉗ 之前之所以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属于《民法典》第 1122 条规定的法律规定

不得继承的遗产㉘，是因为允许宅基地使用权人的继承人以继承方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可能导致宅基地使用权为集体以外成员所享有，继而使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脱钩而转变为普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㉙。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其流转不再受

到身份限制，㉚ 继承人既可以继承房屋所有权，也可以继承宅基地使用权。这是实施继承

编的重点问题，有关部门应当在具体规则和登记程序上作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

应当对此作出具体解释。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继承

《民法典》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特别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作了具体

㉔ 参见郭佳瑶：《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研究》，载《时代金融》2020 年第 35 期，第 141 页。

㉕ 参见唐波涛：《不具可继承性的数字财产关系处理》，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4 期，第 97 页。

㉖ 参见杨立新：《70 年期满自动续期后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载《东方法学》2016 年第 4 期，第 2-10 页。

㉗ 参见谢潇：《民法典视阈内宅基地使用权继承规则之构造》，载《法学》2022 年第 1 期，第 128 页。

㉘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

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00 页。

㉙ 参见曹益凤：《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制度困境与出路选择》，载《农业经济问题》2020 年第 3 期，第 49-60 页。

㉚ 参见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继承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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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但是没有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股权可否由其继承人继承。有学者认为，贯彻

中央关于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权的决定，组织实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权、

继承权改革试点，应坚持“有限继承”立场，就内部体系而言，应依据集体所有权本质属

性的底线要求，认可继承能够作为成员资格取得的事实依据，但所取得股权之权能，应由

集体与继承人协商确定；就外部体系而言，应协调好其与继承法一般规定的适用关系。㉛

不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享

有股权，而是享有成员权，享有的财产权利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财产

收益权。按照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收益可以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继承，没有

明确规定的只有财产收益权。笔者的意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财产收益权，即有权取得成员投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财产的收益，在其生存

期间，有权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收益；当其死亡后，其继承人有权继承该财产收

益权，并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收益，但他只是财产收益权的继承人，而不能据此

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作出司法解释，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财产收益权，其继承人可否继承、怎样继承等，作出具体规定。

（二）关于继承一般规则的重点难点问题

1. 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权的效力

《民法典》第 1124 条规定，要求放弃继承权的，应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提出。

因为在继承开始前，继承人的继承权是期待权而非既得权，因而不能放弃。由于《民法

典》对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没有规定，因而对此存有争论。有学者认为，继承人在继承

开始前预先放弃继承有三种类型：一为单方预先放弃继承，不发生放弃继承权的效力。

二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订立继承协议放弃继承，继承协议产生约束力，放弃继承与分配

遗产都在继承开始时生效。三为潜在的共同继承人订立继承协议，继承人预先放弃继承、

不分配遗产为有偿放弃的，对各方产生拘束力且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但为无偿放弃

的，放弃行为人有权撤销。㉜ 笔者认同此意见，司法解释将来可对此作出规定。

2. 补充规定继承协议的规则

继承协议是具有合同与死因处分双重性质的法律行为，前述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放

弃继承权有效也是在订立了继承协议的情形中发生的。继承编没有规定继承协议并不

代表其否认继承协议的效力，基于对被继承人意思的尊重与社会的养老现实需求，应当

通过法律解释技术实质性地承认继承协议制度。㉝ 这是实施继承编的一个重点问题。

继承协议分为两种，一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约定分担赡养义务和分配遗产归属

的协议；二是多数继承人之间约定有的继承人承担赡养义务、有权取得遗产，有的继承人

不承担赡养义务、放弃继承权的协议。由于立法未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

㉛ 参见肖新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继承规则构建——以反思现行地方试点模式为切入点》，载《环球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2 期，第 55 页。

㉜ 参见汪洋：《预先放弃继承的类型与效力》，载《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109 页。

㉝ 参见凌骏达：《〈民法典〉中的继承协议：发现、证成与适用》，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3 期，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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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不尽一致。司法解释应当规定，对两种不同的继承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即应当认定为有效。因为法定继承人之间签订的此类协议产生债

法上的一般效力，被继承人与法定继承人之间签订的涉及扶养与继承权取得内容的“协

议”应为附停止条件的遗嘱。㉞

3. 统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的认定标准

《民法典》第 1125 条规定，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或者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

的继承人，绝对丧失继承权。《继承编解释（一）》第 7 条规定，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

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包括既遂和未遂，但对认定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应当适用何

种证明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的问题是，依照刑事案件的标准认定构成故意杀人

的，继承人都永久丧失继承权；但对在刑事侦查中认定继承人杀人证据不足不能定案，或

者因有故意杀人嫌疑的继承人死亡被撤销案件的，能否认定继承人永久丧失继承权，见

解不一。有人主张，继承人按照刑事证明标准证据不足的，不一定不能在民事上被认定

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即使继承人作为嫌疑人在侦查中死亡刑事案件被撤案

的，也可以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认定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的事实。㉟

笔者认为，对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的认定，不能

草率从事。首先，在刑事案件中认定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证据不足不能

认定为犯罪的，也不能在民事上认定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其次，继承人有

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的嫌疑，但在侦查过程中死亡导致刑事案件被撤案的，不

能认定其有罪；在民事上，应当根据证据证明的情况，确定是否成立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

他继承人：证据充分，证明程度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可以认定其丧失继承权；证据没

有达到充分，证明程度只具有较大可能性的，不能认定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

承人，不丧失继承权。对此，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应当进行司法解释。

4. 宽宥是否须具备“确有悔改表现”要件

“自由”在家事法中有特别的体现，更少受到交易安全、信赖保护等原则的制约。㊱

继承法的宽宥制度体现了对被继承人自由意志的尊重。㊲《民法典》第 1125 条第 2 款规

定，继承人实施的行为导致其相对丧失继承权，如果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

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构成宽宥，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其难点是，相对

丧失继承权的继承人是否必须具备“确有悔改表现”的要件才能不丧失继承权。

继承人实施了导致相对丧失继承权的行为，被继承人是否宽宥是被继承人的私事。

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即使该继承人没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

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都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应当认定为宽宥。况且确定丧失继承

㉞ 参见张智渤：《现行法下继承扶养协议的应然解释路径》，载《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第 8 页。

㉟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21）粤 0305 民初 4416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
粤 03 民终 15206 号民事判决书。

㊱ 参见于程远：《论婚姻自由原则下违反婚约的法律后果》，载《环球法律评论》2025 年第 1 期，第 91 页。

㊲ 参见龙翼飞、阴赵丹：《〈民法典〉继承宽宥的制度价值与法律适用》，载《理论学刊》2022 年第 4 期，第 132 页。



中国法学 2026 年第 1 期

174

权应以宽宥时的行为为准，在认定丧失继承权后，继承人未继续实施相对丧失继承权的

行为，被继承人予以宽宥的，即应当认定有效。但继承人在丧失继承权后继续实施丧失

继承权行为的，被继承人的宽宥无效。这是因为，对绝对丧失继承权应当施以道德的强

制，对相对丧失继承权则不应以道德评价干预被继承人的自由意志。对此应当作出司法

解释，统一裁判规则。

（三）关于法定继承的重点难点问题

1.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位

继承编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只增加了侄子女、甥子女可以作为代位继承人，

故法定继承人范围太过狭窄的缺陷没有改变，以至于一些公众对继承人旷缺案件中将遗

产收归国有的判决产生质疑。不扩展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这一难点无法解决，尤其是在

少子女的当下，这样的质疑还会不断出现。解决这一难点重点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法定继

承人范围，让更多的直系和旁系血亲进入法定继承人的行列。这样，即使有较多的法定

继承人缺位，仍然有顺位在后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出现继承人旷

缺的几率，保障私人财富的正常传承。

在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同时，应当相应增加法定继承顺位，不再采取二顺位制。

民法典草案起草领导小组的继承编和婚姻家庭编两个工作组曾协商废弃“近亲属”概

念，使法定继承人范围和亲属范围保持一致，让直系血亲和四亲等旁系血亲均有亲属权

利义务，并对应设置四个或五个顺位，以使有足够的法定继承人按照继承顺位继承遗产，

尽量避免出现继承人旷缺的现象。解决这两个法定继承的难点只能通过立法，司法解释

无法解决。对此需要进行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修正立法，改变现存的在计划经济下形

成的继承制度，建立适应时代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位制度。

2. 直系卑血亲的继承顺位

直系卑血亲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继承法中都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包括子女、孙子

女和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和曾外孙子女，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直系卑血亲。㊳ 继承编没有

采纳这样的立法例，仍然规定直系卑血亲中只有子女才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孙子女、

外孙子女等直系卑血亲是代位继承人，不能享受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利。这样的规

定没有遵守遗产向下流转的继承规律，不仅导致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等直系卑血亲只能通

过代位继承隔辈尊血亲的遗产，且使得代位继承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是欠妥当的，因而

成为我国继承司法中的难点问题。

事实上，遗产的隔辈继承符合直系尊血亲处分遗产的主观意愿，很多被继承人宁愿

让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继承自己的遗产，而不愿让自己的子女继承，原因之一是，其遗产

由子女继承后很可能成为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遗产流向会发生拐点，导致遗产被子女

的配偶的继承人继承。对此虽然可以通过遗嘱将遗产定由子女单独继承，但可能会造成

㊳ 参见杨立新：《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继承权的保障制度改革》，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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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与其配偶的感情恶化，甚至导致其婚姻关系破裂。当然，也可以通过后位继承实现

由孙子女、外孙子女继承，但目前并无相关立法规定，且其不能完全解决遗产流向出现

拐点的问题。最好的方法仍然是规定子女等直系卑血亲均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同

时规定“最近亲等的继承人排除最远亲等的继承人”规则，㊴ 形成法定继承顺序中第一

顺位法定继承人的“次级继承顺序”。实现这一继承制度难在立法，只能通过深入研究

继承法理论，为将来的修法提供支持，最终通过立法改变这种不符合遗产流向规律的继

承制度。

有一个直系卑血亲继承的问题虽然有明确规定，但却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即非婚

生子女的同等继承权。我国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继承权这一规则备受争议，

非婚生子女享有继承权很难实现。㊵《民法典》第 1127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本编所称

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规定非婚生子女为

法定继承人，保护其继承权，不是要保护第三者，而是保护国家和民族后代的权益。不

论该子女是否为具备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所生，其都是民事主体、受到法律保护。应当

让他们健康成长，成为祖国和民族的接班人，否则就是人格歧视，会损害人格平等和人

格尊严。

3. 父母的继承顺位

父母究竟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还是第二顺位法定继承人，是继承编的立法难题

之一。继承编关于父母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的规定，源自 1985 年《继承法》，再追溯

上去是 1922 年《苏俄民法典》第 418 条。在立法过程中，有意见建议将父母规定为第

二顺位继承人，其理由是：遗产流向是向下而不是向上，自然规律是子女通常后于父母死

亡，而不是先于父母死亡；遗产向上流转会转变为向旁流转，使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父母的

旁系血亲继承。《民法典》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实际，仍然确定父母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这主要是基于“孝”的思想，且因符合“孝”的传统文化而被社会接受。

4. 配偶法定继承顺位的确定

关于配偶的法定继承顺位有两种立法例：一是无固定顺位，二是第一顺位。前者为

绝大多数国家的继承法所采用，后者只有少数国家采用。尽管两种规定都是为了保护配

偶的法定继承权，但是存在区别。若配偶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当第一顺位法定继承

人只剩下配偶一人时，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无法得到家族遗产的传承。而配偶无固定

继承顺位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配偶与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按照份额进行继承，第

一顺位缺位或者第二顺位法定继承人也缺位的，配偶与第二顺位或者第三顺位法定继承

人同时继承；顺位越低，配偶的继承份额越大，至第三顺位继承人缺位时，遗产由配偶全

部继承。这样规定配偶的继承顺位（笔者将其称为“零顺位”），是实现配偶法定继承利

益重点保护与被继承人亲密血亲法定继承利益兼顾的最佳选择，可合理且及时地对现行

㊴ 参见《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0 页，第 744 条第 1 款。

㊵ 参见刘宇轩：《非婚生子女的法律权益保护以及对策思考》，载《广东青年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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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继承顺序的不足与缺陷进行调整与完善。㊶ 继承编草案对此曾经有过试探，但未被

立法机关接受。

5. 代位继承是否有必要规定

《民法典》规定了两种代位继承，一是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直系卑血亲的代位继承，

二是侄子女、甥子女的代位继承。其中，侄子女、甥子女的代位继承为《民法典》新增的

代位继承类型，这主要考虑到，被继承人在没有其他更亲近亲属的情形下，可由侄子女、

甥子女成为其法定继承人以继承其遗产，以更好地保障私人财富的传承。可以说，这一

代位继承规则，有变相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作用。在《民法典》只规定两个法定继承

顺位的情况下，这样的代位继承确有必要。

6. 继承关系中的扶养

《民法典》规定了两种“扶养”：一是狭义扶养，即平辈血亲之间的扶养；二是广义

扶养，包括直系尊血亲对直系卑血亲的抚养、直系卑血亲对直系尊血亲的赡养、平辈旁系

血亲与配偶之间的扶养。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继承法中，扶养关系的有无可能影响继承

资格的取得、继承份额的多寡以及遗产债权的存在。这一模式与我国的法律文化相协调，

与老龄化社会的现状相契合，也有助于疑难案件中实体正义的实现，但存在诸多缺陷：既

有的规则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单纯依据扶养因素决定部分继承人（尤其是继父母子女）

的资格缺乏说服力；忽视扶养关系对遗嘱自由不可避免的威胁，缺乏全面性。㊷ 这种见解

不无道理。

《民法典》中产生继承权依据的扶养关系有三种：一是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关

系，二是继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关系，三是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的扶养关

系。㊸ 其中，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包括继父母抚养继子女形成的关系和继子女

赡养继父母形成的关系。这里的抚养关系和赡养关系是广义的扶养，都包括在继承编

的“扶养”概念中。继子女赡养继父母形成的关系是否产生继承权，虽可适用《民法典》

第 1127 条第 4 款关于父母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的规定，但仍是一个难点。例如，成

年子女的母亲再嫁后，继父需要赡养，而婚姻家庭编没有规定继子女与继父母因赡养能

产生拟制血亲关系。该条规定的是“扶养”而不是抚养，因而成年继子女赡养继父或母

的也应当享有继承权，有权继承继父或者继母的遗产。法院曾经判过成年继子女对继父

母主张继承权被驳回的案件，㊹ 属适用法律不当，因为该条规定的“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子女”包括有双向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对继子女进行

抚养教育的继父、母以及对继父、母进行赡养扶助的继子女，都享有《民法典》第 1127
条规定的继承权。

㊶ 参见杨立新、和丽军：《我国配偶法定继承的零顺序改革》，载《中州学刊》2013 年第 1 期，第 47 页。

㊷ 参见李贝：《中国继承法中的扶养考量：功能与局限》，载《中外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1324 页。

㊸ 参见房绍坤、于梦瑶：《继父母子女之间继承权释论》，载《法学论坛》2023 年第 4 期，第 37 页。

㊹ 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 10189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终

06562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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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姻亲继承权

继承编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享有继承权以“尽了主要赡养义

务”为条件，这是我国独有的姻亲继承制度。对此，学者多采否定态度，因为这不符合血

亲继承的基本原理；㊺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和实践基础，㊻丧偶儿

媳、丧偶女婿的继承权与其子女的代位继承权可以并用 ㊼。这虽然不是继承编适用的难

点，却是一个立法的争点。笔者坚持认为，继承制度是血亲继承，不包括姻亲。丧偶儿媳

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分得遗产，但不是继承遗产。对此

还应当继续进行深入讨论，在学理上取得共识。

（四）关于遗嘱继承的重点难点问题

1. 遗嘱能力规定的进一步完善

被继承人作为遗嘱人，应当具备遗嘱能力。《民法典》第 1143 条第 1 款（“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规定的就是遗嘱能力，依此，仅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遗嘱能力。问题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辨认能力也有不

同，有的确实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设立遗嘱可能会使其处分遗产的真实意愿无法

实现。因此，应当对《民法典》第 1143 条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将遗嘱能力认定标准重

塑为遗嘱人是否能够理解设立遗嘱的意义并预见相应的后果。㊽ 这是适用继承编遗嘱继

承规则的重点问题，司法解释可以参照《民法典》第 1140 条关于“其他不具有见证能

力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规定，规定“其他不具有遗嘱能力的人”设立的遗嘱无

效。这是因为，设立遗嘱与见证遗嘱相比较，前者更为重要，直接关系遗产的处分。对此，

《继承编解释（一）》第 28 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

即使其本人后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后来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的规定是正确的。但是该解释没有规定“其他不具有遗嘱能力的人所立遗嘱无效”。未

来，司法解释可以对此作出规定，确认遗嘱人虽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智力发展不

健全，或者设立遗嘱时的精神状况不符合设立遗嘱的要求，或者对遗嘱的内容缺乏正常

的判断能力，或者不能够真实表达自己处分遗产的意思表示的人，属于其他不具有遗嘱

能力的人，设立的遗嘱无效。

2. 承认密封遗嘱的效力并规定具体规则

继承编没有规定密封遗嘱，理由是现实中不存在密封遗嘱，没有规定的必要。这种

看法不正确，目前在中华遗嘱库设立遗嘱的遗嘱人大多要求保密。原因是，老年人设立

遗嘱时担心一旦遗嘱内容被泄露，没有被指定为遗嘱继承人的继承人有可能不履行或怠

㊺ 参见前注 ⑩，杨立新书，第 232 页。

㊻ 参见王风瑞、王丽萍：《我国姻亲继承的制度实现》，载《行政与法》2021 年第 9 期，第 68 页。

㊼ 参见房绍坤：《论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的继承权》，载《学海》2023 年第 1 期，第 197 页。

㊽ 参见卢煜彤：《遗嘱能力认定规则体系融贯性的解释论构造》，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3 期，

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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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履行赡养义务，导致自己遭到遗弃，而遗嘱交由遗嘱库秘密保管可以避免此类问题的

出现。这些在遗嘱库、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秘密保管的遗嘱，其实都是密封遗嘱。由于

对密封遗嘱没有法律规范，完全根据遗嘱保管机构自行设立的规则，可能会发生遗嘱人

死亡和遗嘱公开的矛盾，如遗嘱库对遗嘱人死亡不知情，影响遗嘱的公开和实现，损害相

关继承人及遗产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后果。笔者认为，继承编虽然对密封遗嘱没有法律规

定，但 6 种法定遗嘱形式多数可以适用密封遗嘱的方式保管。司法解释应当对密封遗嘱

的规则作出规定，避免出现因保管遗嘱的机构设定的规则不统一而造成对密封遗嘱法律

适用的不统一，引致不必要的纠纷。

3. 必留份能否包含特留份

《民法典》只规定了必留份，没有规定特留份，理由是还存在较多的不同意见，㊾ 且

必留份可以包括特留份。必留份和特留份都是限制遗嘱继承的规则，但是二者有所不同：

一是必留份的适用范围过窄，特留份的适用范围较宽；二是必留份虽然也限制遗产自由

处分权，但不能适用于对特留份权人的保护。简言之，特留份可以包括必留份，必留份不

能涵盖特留份。所以，需要单独设立特留份制度，或者建立特留份制度并将必留份涵盖

在特留份中。可以说，建立特留份是立法之必须，是改革我国继承制度的重点问题。特

留份制度立足于个人权利本位，符合形式理性，以限制遗嘱人任意处分遗产为核心内容，

以维护血缘亲情、尊重人伦情理为其不变的价值追求，对于反思和完善当下我国的遗嘱

处分个人财产法律规则，仍可提供良多启示。㊿ 现行的必留份权人须是继承人，且须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因而合格的必留份权人非常少。■

解决这一重点问题可以采用参照适用或者作出司法解释的方法，规定符合必留份权

利人条件、又不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都享有特留份权，

当遗嘱人遗嘱处分其遗产损害了特留份权人的特留份权时，特留份权人可以主张该部分

遗嘱无效，由特留份权人按照特留份的规定继承该部分遗产。■

4. 后位继承

产生于罗马法的后位继承，已经成为现代民法的遗嘱继承制度之一。我国《民法典》

继承编没有规定后位继承，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为数不少的后位继承纠纷案件。这是

社会现实需要的反映，当被继承人不愿意将遗产由前位继承人继承而想让后位继承人继

承时，遗嘱人就可以通过遗嘱设立后位继承，遗产最终由后位继承人继承，前位继承人只

是负有遗产管理职责，并不取得遗产的所有权。这样的规则特别适合祖父母、外祖父母

想把自己的遗产交由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直系卑血亲继承的情形，通过遗嘱设立后位继

承即可实现其支配遗产的真实意愿。从满足人们对个人财产传承途径与方式多元化需

求和不断完善我国继承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承认后位继承制度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

㊾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释义》，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9 页。

㊿ 参见蔡晓荣：《遗嘱处分财产限制之衍进的中国法律史叙事》，载《法商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68 页。

■ 参见沈雪：《民法典继承编遗嘱规定浅析》，载《西部学刊》2023 年第 22 期，第 89 页。

■ 参见杨立新、和丽军：《对我国继承法特留份制度的再思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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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障遗嘱人遗嘱自由、维护遗产继承关系当事人权益、预防权利冲突与继承纠纷的需

要，更是实现《民法典》物权编和继承编立法宗旨的需要。■ 在继承编没有规定后位继

承的情况下，解决的方法是，法官可以根据遗嘱自由和法无规定即可为的原则直接判决

遗嘱指定的后位继承有效。在时机适当时，应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统一裁判规则。

5. 替补继承

继承编没有规定替补继承，使我国的遗嘱继承制度有所欠缺。规定替补继承有利于

确保遗产的归属更符合被继承人的意愿，因为遗嘱继承人须在遗嘱生效时有继承能力、

未丧失继承权且接受遗嘱继承，而若遗嘱继承人在遗嘱生效时已经死亡或者丧失继承权

或者放弃继承，遗产就不能按照遗嘱继承，但如果遗嘱指定了替补继承人，就可以解决这

个难点。对替补继承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补充，也可以通过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制度实

现。■ 后一办法是，将可以且愿意的遗嘱继承人的健在确定为遗嘱继承人发生遗嘱继承

权的条件，条件成就的，由遗嘱继承人进行继承；如果遗嘱继承人非健在，作为替补继承

人享有替补继承权的条件成就，由替补继承人根据遗嘱进行继承。这是权宜之计，最终

的方法仍然是修正立法，或者至少进行司法解释。

（五）关于遗产分割的重点难点问题

1. 补充遗产管理人的具体规则

就遗产处理而言，五年来，研究最深入的是遗产管理人的规则。继承编共有 45 个

条文，规定遗产管理人的就有 5 条，占全部继承规则的 11.1%，由此可见遗产管理人在继

承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立法机关的重视程度。这是因为，我国当代社会的家庭财富

远非以往，巨额的私人财富传承大量出现，遗产管理需由专业人员进行，以保护好遗产

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社会财富不因管理不当而受到损失。可以说，遗产管理

人制度体现了自由、公平、秩序、效率的价值取向，是继承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有利

于提高遗产分配的效率、顺利实现遗产的分割、维护继承秩序，以及保护继承人与遗产

债权人的利益。■

继承编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规定虽然条文较多，但对遗产管理人职责及相关程序等规

则均未作具体规定。只有实体与程序并驾齐驱，方能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之应有功能。■

对此，应当依据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精神进行分析梳理，并通过立法解释等途径细化

遗产管理人产生、变更规则和遗产管理人的监督机制，以充分发挥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效

用。■ 以下有关遗产管理人的重点问题亟须解决：

第一，区分遗产管理人制度与遗嘱执行人制度。二者功能相似，但其适用范围、产生

方式、主体职务权限、法律效果都不相同。两种制度相辅相成，可互相弥补各自的不足，

■ 参见吴国平：《后位继承制度的立法立场比较与立法价值探析》，载《海峡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35 页。

■ 参见龙俊：《〈民法典〉继承编对重大争议问题的取与舍》，载《社会科学辑刊》2024 年第 5 期，第 112 页。

■ 参见刘宇娇：《民法典视阈下遗产管理人制度之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载《学术探索》2021 年第 5 期，第 117 页。

■ 参见赵莉：《实体与程序并驾驱动遗产管理人制度》，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15 页。

■ 参见吴国平：《论遗产管理人产生变更规则的法律完善》，载《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 期，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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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避免实务中产生的矛盾。■ 遗嘱执行人的主要职能是执行遗嘱，当被继承人没有遗

嘱，或者遗嘱只处分了部分遗产，还有其他遗产未处分时，遗嘱执行人无权对全部遗产或

者剩余遗产进行处分，必须另设遗产管理人；当遗嘱处分了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时，遗嘱

执行人就是全部遗产的遗产管理人。因此，继承编只规定“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并不够全面，应当规定遗产管理人在管理遗产中的权限和职能；对于遗嘱执行人的权限

和职能，则依据遗嘱确定，遗嘱没有规定的，参照遗产管理人的规定。

第二，规定有关遗产管理人的任职、辞职等规则。一是遗产管理人缺格。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破产人等，都是遗产管理人缺格，不能作为遗产管理人。

二是遗产管理人就任。受委托、受遗嘱指定的遗产管理人，须毫不迟疑地作出意思表示，

并通知继承人。由法定继承人作为遗产管理人的，不得拒绝就任。三是对遗产管理人催

告。继承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都可以对遗产管理人设定就任的相当期间，催告其应在该

期间内明确答复是否承诺就任。未对继承人作出明确答复的，视为其已经承诺就任。四

是遗产管理人解任。遗产管理人不能适当履行自己职责时，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其他利

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法院撤销遗产管理人的资格，另选他人。五是遗产管理人辞任。遗产

管理人有正当理由时，经继承人、受遗赠人允许，可以辞去其任务，重新确定遗产管理人。

第三，规定多数遗产管理人议事等规则。被指定或者被委托的遗产管理人是多数

的，构成多数遗产管理人，尤其在遗产数额巨大或者遗产类型复杂、多样的继承案件中，

须有不同专业的遗产管理人进行管理。如何履行职责是其中的重点问题。多数遗产管

理人执行职责的规则与合伙类似，又有所不同。应当规定：多数遗产管理人议事应协商

一致，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采取多数决，按照简单多数确定争议事项的执行方法。具体

的遗产管理事项可以进行分工。遗产的保存行为比较特殊，各遗嘱管理人可以不拘前述

规则而实施保存行为，但应依照法律规定确定遗产管理人遗产保管行为的合法性。■

第四，区别遗产管理人失职损害赔偿的主观要件。《民法典》第 1148 条规定：“遗产

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可商榷，因为就无偿遗产管理人的失职损害赔偿而言，这

样规定是正确的；但对有偿遗产管理人失职造成遗产损失侵害遗产利害关系人权益的，

只规定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构成损害赔偿责任就不适当，应当有过失就有责任，否则有

违公平原则。对此难点，应当通过修正立法作出规定。

2. 胎儿预留份规定的适用

依照《民法典》第 1155 条关于“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

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的规定，界定是否保护胎儿继承利益的

标准是胎儿娩出时是死体还是已经出生。娩出时为死体的，不能继承预留的继承份额；

已经出生的则可以继承。这里的难点是出生适用何种标准确认。对此，有独立呼吸说和

■ 参见张笑嘉：《论我国遗嘱执行人制度之立法必要性》，载《西部学刊》2022 年第 5 期，第 79 页。

■ 参见孙俊杰、左薇：《遗产继承纠纷的律师实务要点与立法建议》，载《中国律师》2025 年第 3 期，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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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征说两种主张。以往医学及法学判断死亡的标准以是否具有呼吸、心跳作为判断

依据，最新的理论和实践认为，人是否具有自主呼吸仅指生物个体在自然状态下是否能

由自己控制及调节呼吸过程，单依有无自主呼吸不能判断人的生死。许多重症新生儿在

脱离母体后虽然未能独立呼吸，但按医学界普遍采用的阿氏评分标准具有生命体征——

具有呼吸、心率、肌张力及反射应激力等生命体征之一的即属于“活体”，仍有通过抢救存

活的可能；若不承认其“活体”属性，会导致医护人员怠于抢救或新生儿遭到父母遗弃

的后果，有违伦理道德和善良风俗。认定脱离母体后具有一定生命体征的新生儿为“活

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医学上的“出生”概念吻合，也符合民法对“胎儿法益”进

行适当保护的发展趋势。■ 因此，胎儿在娩出时具有生命体征的，应当认定为出生，可继

承为其预留的继承份额，即使其在出生后不久死亡，他的继承人也能继承他的遗产。

需特别指出的是，对体外胚胎不可适用该条规定。实践中，有母亲为两个体外胚胎

预留遗产份额，进而与“公婆”出现争议，法院经调解结案，核心理由是体外胚胎与胎儿

不能进行同等程度的保护。■

三、对继承编未来发展的展望

综合继承编实施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的基本继承制度尚存在一些

立法欠缺。对此，不能完全归咎于立法技术和立法方法，主要原因在于继承制度的社会

经济基础、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定位以及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历史惯性三个方面。对此，应

当通过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权益保障与秩序稳定的实现、继承观念与继承文化

的引领，实现继承编的价值追求。■ 继承编的未来发展，应当针对上述不同重点难点问

题，分别通过立法、司法等方法，从以下四个方面继续进行。

（一）对继承编进行立法修正

由于继承编的实施还存在上述重点难点问题，若不完善规定，无法完全适应时代发

展和当代社会生活对继承制度的现实需要，因而对继承编进行适当修正是必然的。因此，

应首先明确修正的路径及方式。

继承编的修正路径有立法修正和立法解释修法，两者有所区别。立法解释是对立法

不明确的部分进行最具权威的解释，以确定法律规定的内涵和外延。改革开放以来立法

机关进行的唯一一次民法立法解释，是针对子女可否姓父母之外的第三姓的问题，即对

■ 参见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人民法院（2023）辽 0726 民初 3103 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
辽 07 民终 1267 号民事判决书。

■ 参见《情夫死后小三用冷冻胚胎生子争遗产，法院这样判》，载微信公众号“南方日报”，2024 年 4 月 12 日上传。不

过，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在继承开始前，夫妻双方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获得体外胚胎，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植

入母体孕育胎儿的，应当为其预留应继份。参见杨立新：《继承法律关系中胎儿权益的认定》，载《法治日报》2025 年

12 月 17 日，第 11 版。

■ 参见前注 ⑱，王歌雅文，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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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 1 款和《婚姻法》第 22 条的解释，后被纳入《民法典》成为第

1015 条。但立法解释和立法修正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程序适当，能够做到经

常化，通过立法修正案进行修法也完全可行，只在必要或者急迫的情形下采用立法解释。

就继承编的立法修正方式而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修正有两种方式：主要方

式是“推倒重来”，极少数的立法修正用“打补丁”方式。前者如《民事诉讼法》《公

司法》等诸多法律的修正，每修正一次，法律条文就重新排列一次，看不出原来的法条序

号，给适用、研究和学习法律带来极大不便，修订专著和教材、写作论文都存在辨别新旧

法律条文对应关系的困难，是最不方便、最不经济的修法方式。后一方式目前只有修正

《刑法》采用，通过修正案后，原条文序号不动，根据修正案对条文进行删减增补，新旧条

文序号一目了然，适用、研究和学习十分方便。《法国民法典》经过 220 多年的无数次修

订，条文序号一直不变，特别值得借鉴。我国《刑法》经过十几次修订，也具有同样的效

果。因此，应当通过《民法典》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正。这不仅是因为刑法和民法都是

国家基本法，更是因为《民法典》规模巨大、条文繁多，如果采用“推倒重来”方式进行

修正，立法司法学法成本均极大。

具体而言，继承编修正可以采取以下三种不同方法进行：一是对继承编的个别条

文进行修正。例如，修正《民法典》第 1148 条，在第 1 款关于“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

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的规定之下增设第 2 款，即“有偿进行遗产管理的，因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

债权人损害的，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区分有偿和无偿遗产管理的不同主观要件，纠

正原有规定的不当。二是对某项继承制度进行重点修正。例如，对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

顺位，并非简单修正即可，而需重构这一制度，但这非一朝一夕可完成。当决定对其修正

时，应以立法修正案的方式对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位作出全面修正，就像《法国民法典》

增设第 1386-1 条至第 1386-18 条共 18 个条文对产品责任规则作出完善规定那样 ■。同

时，还要修正婚姻家庭编亲属概念，增加亲等规定，使之相互衔接。三是适时进行全面修

正。在理论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可以对《民法典》继承编进行全面修正，像《德国民法典》

债法改革那样进行全面修正，制定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实际需要的继承制度替代继

承编的全部或者某一章。修正继承编可以创设新规则，修正旧规则，也可以吸收继承编

司法解释的精华，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继承规则纳入继承编，成为继承法规范。

（二）继续制定适用继承编的司法解释

对适用继承编的多数重点难点问题，都可以用司法解释解决。《继承编解释（一）》

已通过标题序号对此预留了空间，可以继续制定《继承编解释（二）》《继承编解释

（三）》等。目前，针对婚姻家庭编的适用已经发布了《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其可谓

“先行者”。

《继承编解释（一）》虽然对适用《民法典》继承编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了部分解释，

■ 参见前注 ㊵，《法国民法典》，第 353-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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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是在《民法典》尚未实施时作出的，对前文提到的适用继承编的重点难点问题还

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对此，除非司法解释力所不及（例如超出司法解释范围），

继续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是最便捷的解决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深入研究上述重

点难点问题，继续作出司法解释，统一裁判方法，保障继承法律关系主体及利害关系人的

合法权益，实现私人财富的合法有序传承。

适用继承编的司法解释应当突出问题意识，强调解释的实用性，补充具体的操作规

范，统一裁判规则。例如，《继承编解释（一）》第 1 条关于“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

或者被宣告死亡时开始”的解释就既有问题意识，又能解决具体问题。对那些不属于变

动基本继承制度，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重点难点问题，应当积极作出补充立法不足的

司法解释，满足司法实践急需。例如，对后位继承、替补继承、特留份等遗嘱继承规则，继

承编虽然没有规定，但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补充，确认合法遗嘱包含的上述内容

的有效性，使之成为继承法的规范内容，让更多的遗嘱人可以设立后位继承和替补继承

的遗嘱，并由特留份对遗嘱自由原则进行适当限制，实现遗嘱自由与家庭伦理的平衡。

对有些继承制度可以采取参照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的方法作出司法解释。例

如，对遗嘱库、公证处等场所保存的密封遗嘱需要进行规范，司法解释可以就密封遗嘱作

出规定，准许参照《民法典》关于遗嘱方式的规定，确认密封遗嘱为有效的遗嘱方式，规

定具体规则。又如，对遗嘱能力认定中的“其他不具有遗嘱能力的人”，继承编没有规定，

可以参照《民法典》第 1140 条关于“其他不具有遗嘱见证能力的人”的规定，作出“虽

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属于其他不具有遗嘱能力的人所立遗嘱无效”的司法解释。

（三）继续对继承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构建中国自主的继承法理论体系，应当深入研究中国继承法的基本理论和具体规则

的理论基础。《民法典》确实具有中国特色，但继承编规定的继承制度并非全是中国的

固有法律制度，许多是通过西法东渐、继受取得的“舶来品”，且非来自传统大陆法系民

法，而是初建时期的苏俄民法，含有计划经济基础的旧痕、缺少市场经济基础的支撑，与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继承制度有较大区别，依此构建的中国继承法理论具有先天不

足。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继承法理论体系需要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借鉴继承法的历史

传统，依照我国当代国情所需进行，使之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形态，创设与该形态相一

致的继承法学理论，形成具有我国市场经济特点、符合我国私人财富传承所需的继承法

理论体系。

诚然，我国已经进入民法典时代，民事法律基本健全，无论是依法教义学的方法研究

还是依法释义学的方法研究，■ 均须以继承编的规定作为研究的基础进行理论构建。不

过，由于我国继承法规范存在不足，在以现行法律规范为基础的法释义学研究之外，还要

有超越现行立法的创新方法研究，包括研究现有继承规范的不足、对不当规范进行改造

■ 参见王利明：《从法教义学迈向法释义学——兼谈中国自主法释义学体系之构建》，载《法学家》2025 年第 4 期，第

29-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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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依据和创新规范的设计，才能创造出适合社会需要的继承规则，形成我国继承法

的自主规范体系，构建我国独具特色的继承法自主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继承法自主理论体系，还要对继承法司法解释进行深入研究。《民

法典》实施五年来，我国的民法典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形成体系，目前只有人格权编的司

法解释尚未出台。民法典司法解释是中国自主的民法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

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目前虽然有了《继承编解释（一）》，但是应当解释的重点难点问题

仍然很多，需要继续进行解释。为了为继承法司法解释提供理论支持，一是要研究应当

进行解释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供司法解释的具体方案；二是要研究已经出台的司法解

释的成功和不足；三是构建继承法司法解释的基础理论，使之成为中国特色自主民法理

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继承法的理论研究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形成独具特

色的继承法自主理论体系。

我国继承法理论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论文多、教材多但专著少。论文和教

材是中国继承法自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具有特色的继承法理论专著更为重

要。学者在这方面还应当继续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继承法理论专著，奠定中国特色继

承法自主理论体系的基础。

（四）继续发挥继承制度社会功能的协调作用

私人财富传承既关乎私人财产在继承人之间的分配，也关乎整个社会的财产流转，

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适用继承编更好地规范私人财富的传承，不仅仅是司法实践和理

论研究的问题，更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形成社会良性互动，构

建良好的私人财富传承的社会氛围，使私人财产继承依法有序进行，调整好私人财产关

系，保障社会财产不断增加，富国强民。

私人财富的传承适用继承编调整，实行协调配合、综合治理，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

一是，各社会机构协调配合，形成各界的社会职能良性互动。中华遗嘱库等从事遗嘱设

立和保管的社会组织应当做好遗嘱人设立和保管遗嘱的支持工作，律师事务所也应当做

好代书、保管、执行遗嘱的工作，为遗嘱人的遗嘱设立、保管、执行提供帮助。公证机构更

要做好遗嘱公证工作，对遗嘱人作公证遗嘱的请求予以配合、积极支持，通过继承公证，

把继承纠纷消灭在萌芽之前。民政部门应当对遗产管理人进行专业化的考核、管理，作

出规范，将其纳入依法管理轨道。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对在私人财富传承

中发生的争议进行调解，理顺继承法律关系，保证继承有序进行。社会各界应当宣传遗

嘱在传承私人财富中的重要作用，支持、鼓励成年人设立遗嘱，依照自己的意志传承积累

的财富，形成和平、有序的继承秩序。二是，对继承争议的最终调整手段是诉讼方式，法

院审理继承纠纷案件应当依照继承编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既要严格执法，又要有所创

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授权的范围内，敢于适用新规则，解

决新问题。特别是对没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但又是生活实践急需解决的继承问题，

要敢于创新，敢于实践，创造出新的继承规则，积累经验，创造伟大判决，为司法解释以及

继承编修正做好实践经验的准备。例如，对法律并未禁止适用的密封遗嘱、后位继承、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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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继承、特留份权等，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该参照适用的参照适用、该创新规则的创新

规则，促使我国继承制度跟上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四、结 语

回顾继承编实施五年来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的现状可以清楚地看到，继承编规

定的继承制度基本适合我国国情，在实现被继承人的遗产处置意愿，保护继承人以及相

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具体实施中，也存在一些实现继承

编立法目的的重点难点问题，有的需要修正立法，有的需要进行司法解释，更需要社会各

界的积极努力，改变立法思路积习，填补立法欠缺。应在积累相当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通过修正法典、制定司法解释、社会各界密切配合等方法，形成真正具有中国

特色的继承法立法体系，使我国的继承制度适应时代发展步伐，适应市场经济私人财富

传承的需求，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Abstract: During the five-year implementation period of the Succession Book of the 
Civil Code,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promulgated the Interpretation (I) of the Succession 
Book. The legal practice sector developed notary services and will repository construction, 
whil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ontinuously deepened research on the Succession Book.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the legislative, judicial, practical, and academic sectors, 
positive social outcomes have been achieved,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gulating 
succession legal relationships. Five years of implementing the Succession Book have also 
revealed key challenges within China’s success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scope of estates, 
general rules of succession, intestate succession, testate succession, and estate division, 
which require resolution. At an appropriate time, partial or comprehensive amendments to the 
Succession Book of the Civil Code should be undertaken through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imely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should be issued, leveraging the roles of all societal sectors 
to establish a robust legal framework for private wealth succession. This framework must 
align with societal development needs, reflect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adapt to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uch measures will enhance social wealth and propel 
continuous societ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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